
2025年11月5日，《中国文物志》编纂出
版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总编纂董保华简要
回顾了编纂工作历程及重点难点问题的处
理，编纂团队、审稿专家与撰稿人代表等系
统总结编纂工作经验，并就志书活化利用提
出建议。

董保华：
七年磨砺，铸就典章

我于 1997年 3月到国家文物局履职，在
工作中深感局机关和文物系统基础工作薄
弱，尤其是档案资料不健全，往往制约工作
质量和决策效率。2014年初，我即将退出工
作岗位，海关总署原副署长赵光华和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田嘉谈起《中国
海关通志》编纂工作，我深受启发，立即向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同志汇报了编纂

《中国文物志》的想法，得到充分肯定和全力
支持，并被聘为总编纂。这是一次难得的学
习过程、提高过程，苦得其所，历练其中，
了却心结，告慰前辈。

《中国文物志》编纂工作历时七年之久，
作为系统记述中国文物资源价值、文物工作
进程和文物事业成就的开山之作，无先例可
循、无样本可鉴，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宏大、
资料浩繁、条分缕析的编纂工作，并非易
事。编委会办公室着力做了以下工作，使得
编纂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一是理清篇目，搭好“四梁八柱”。万事
开头难，编纂伊始，我们致力于科学设计全
书的骨架——篇目结构。遵循志书“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的体例要求，结合文物工作
实际和行业特点，在志书专家指导和广泛征
求文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篇目结构为

《总述》《大事记》《文物管理编》《文物事业
编》《不可移动文物编》《可移动文物编》《人
物传》《文献辑存》八大部分，其中《不可移
动文物编》《可移动文物编》《文物事业编》

《文物管理编》为主体内容，科学分类、横列
界面，突出重点、纵述史实，系统反映文物
资源状况和重要价值，翔实记述文物工作发
展历程和文物事业辉煌成果。《文物管理编》

《文物事业编》 是编纂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文物管理编》着重探讨文物管理的体制、机
制、政策法规等内容，为文物工作的规范
化、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宝贵经验；

《文物事业编》 详细记载了文物事业发展成
就，凸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的重要作用。“管理”与“事业”分别设编，
突出行政管理与事业发展相辅相成的辩证关
系，突出了行政管理在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对于探究文物事业改革发展规律、存史
资鉴意义重大。这在全国行业志编纂中具有
开创性，是《中国文物志》的一个贡献。

随着工作推进和认识加深，我们还不断
优化完善篇目设置。交叉记述、各有侧重是
又一个难点。如故宫，既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博物馆，主体
各志中皆应记述。在《文物管理编》“藏品管
理”“展览管理”两节、《文物事业篇》“博物
馆机构”节、《不可移动文物编》“古建筑”

“世界文化遗产”两章中均有重点记述，《可
移动文物编》 中则选取记述其所藏精品文
物。这种各有侧重的分别记述，遵从志书

“事以类从”要求，分散各章节从不同角度予
以记述，突出重点，又在整体上构成全面记
述，显示各项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篇目框架随着编纂进程不断优化完善，
也是推进工作的常态。如记述上限突破 1949
年，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适当追述，下限延至
2017年底，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
领导下文物事业的发展成就；增设“博物馆
管理”章，体现博物馆管理是博物馆工作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港澳台文物交
流工作”独立成章，与“国际文物交流工
作”章节并列，其他各编也注意记述港澳台
文物资源、事业发展的相关内容。

只有完善的篇章节目框架，撑起整部志
书的骨架，才能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诸项内容各安其位、有条不紊。

二是编制《撰写说明》，立规定矩。由于
众手成稿，难免理解上有差异，往往导致内
容不全面、重点不清晰、体例不规范、体量
不均衡等问题。我们研究编制了详尽的《撰
写说明》与初稿示例，为全国参编单位树立
统一的“写作范式”，其中明确记述单元的确
定、记述要素的确定、各类要素的撰写要
求、各级述体说明、体量控制、资料出处等
内容，全面规定各编志稿撰写的基本要求和
一般做法，是志稿撰写工作的指导文件。比
如《不可移动文物撰写说明》，明确条目撰写
要求为“基本信息+本体信息+价值评述+保
护管理信息”。另外，我们选取涉及内容多、
要素齐备、具有类别代表性的记述单元，通
过个人撰写、专题讨论、反复修订，形成各
部类初稿示例百余篇，为统一体例、规范撰
写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总述》统领，攻克难关。《中国文
物志》的一大难点就是《总述》的编写。《总
述》作为志书的关键枢纽，源于主体志，高
于主体志，既要全面准确，又要高屋建瓴，

真正起到总括事情、提炼精华、沟通联系、
彰明因果、评量得失的作用。然而，从理论
构想到文本实现，过程充满挑战。为阐明

“文物资源”“文物管理”“文物事业”三者之
间的关系，并避免与主体志内容重复，我们
从零起步进行艰难探索。果断启用编纂团队
的年轻同志胡奥千、王海东，选取新石器时
代、宋元时代文化艺术作为示例进行攻坚，
先是按照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与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历史分期，对各历史
阶段采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的
框架，选取能够印证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特
征的文物，进行简要记述。在我们的不断努
力和众多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终于形成《总
述》“文物资源”的撰写示例，明确写作脉络
为先史后物、以物证史，通过列举能够反映
中国历史重大事件、重要节点的代表性文
物，阐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总述》 撰写历时 4 年，两次推翻重写，
经过编纂团队与众多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字
斟句酌，终于完成 20余万字的志稿，并实现
了以下初衷：以“文物资源”阐明中华文明
进程，以“文物管理”记述不同历史阶段的
工作重点和成效，以“文物事业”彰显文物
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
述》 撰写，殚精竭虑，夜不成寐，个中艰
辛，永志难忘。

四是充分研讨，凝聚众智。七年中，我
们共组织召开了 166 次专题研讨会，甚至多
次前往参编单位现场办公，围绕章节设置、
记述重点、价值评估、体例行文等问题，充
分发挥文博专家和方志专家专业优势，与撰
稿人对接研讨，以条目为单位定体例、以节
为单位评内容、以章为单位做调整，统一认
识，明确要求，确保撰稿质量。如 《总述》
专题讨论，界定了文物管理与文物事业的区
别，确定分开记述的思路。《文物事业编》

“博物馆机构”节，2017年上半年先后开展过
6次专题研讨，确定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
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 7家试点
单位，通过样稿分析研讨，明确定性定位、
历史沿革与现状构成的记述框架。通过反复
辩难的专题研讨，解决了诸如“博物馆管
理”“文物保护经费管理”等章节的记述问
题，确定了《人物传》突出人物性格、以时
为序的记述原则，明确了《大事记》事条的
选取标准和记述原则等。

在修志中增识，在编纂中精进，已经成
为志书编纂团队的共识。如“石窟寺”章诸
条目，初稿以保护维修为主，后经石窟专家
撰写样稿、反复研讨，并组织专业团队统一
修改，终于确定以石窟内容及其艺术价值为
记述重点；“重大考古发现”节“唐代帝陵考
古发现”条目初稿，所记为 18座唐代帝陵的
本体信息，与实际只有“唐代帝陵陪葬墓”

“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两处重大考古发现严
重不符，且与资源部分的“唐代帝陵”条目
高度重复。类此，还有“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管理”“藏品管理”“博物馆机构”等章节内
容及“出土简牍”条目补充等，我们都通过
认真核查资料、组织专家研讨，不断提高认
识，修改完善稿件，既优化了志书内容，也
提升了参编人员的专业素养。这是修志工作
的又一项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志》编纂工作始终得到国家文
物局领导和各司室全程指导把关，全国文博
单位和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大力支
持，数百名专业人员承担撰写任务，近百名
文博专家、方志专家精心审改把关。文物出
版社自始至终密切配合、严格管理，坚持精
品出版意识；秘书处同志们十余年如一日，
前期服务保障、参与业务推进，后期精心编
辑、确保出版质量。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关
心、支持、帮助编纂工作的专家们、同志
们、朋友们！我们深切缅怀与世长辞的吕济
民、张德勤、张文彬、谢辰生顾问和齐家
璐、何洪等先生，是他们的心血智慧和倾力
付出，成就了《中国文物志》。

为当代修良志，亦为后世留信史。《中国
文物志》 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用志”
的崭新起点。我们期待读者深入挖掘其中的
文化价值，充分借鉴其中有益经验；渴盼这
部志书真正“活”起来，从书架走向案头，
将历史融入现实，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
化强国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智慧启迪。

田嘉：
因时应势编新志，持续挖潜树品牌

《中国文物志》项目，好像是受《中国海
关通志》的影响，实是因应文物事业、方志
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有其必然性。作为一
部系统记述中国文物资源状况与事业发展的
行业志，其出版填补了重要空白。

回首七年编纂路，过程远超预想的艰
难。主要挑战在于：一是文物系统基础资
料，尤其是工作档案不完善；二是文物专家
观点多元，学术争论较多，为形成志书所需
的权威共识增加了难度；三是志书有其严格
的编纂体例，如何把专业成果用志书语言规
范表达，是一大考验。

编纂工作最终圆满完成，得益于几个关

键因素：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与强大组织
力；全国文物系统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编纂
团队，特别是核心负责人的执着奉献与高效
协调。

《中国文物志》不仅是权威的典籍，更应
树立成一个文化品牌：深化成果开发，形成
品牌效应，应策划一系列专题性、普及性的

“小志”与数字化产品，以更接地气，惠及更
多受众；同时推出外文简版，促进国际传
播；加强志鉴资料建设，建设完善的专业数
据库，成为未来文物研究、管理和宣传的坚
实基石，更好地服务社会，传承中华文明。

李季：
树立史志思维，推进活化利用

《中国文物志》的成功，离不开总编纂的
非凡贡献与执着坚守。参与编纂的过程，对
我个人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再学习与“回炉重
造”，让我深切体会到“史志不分家”的重要
性：当前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史展，就体现了
志书思维，必须把文物置于宏大历史叙事
中，其价值、流传与保护等才能得以完整阐
释；遵循方志“人随事走”等原则，庞杂的
人与事才得以重新组织、系统呈现。《中国文
物志》的编纂，对文物事业本身是一次深刻
的再认识与再提高。

《中国文物志》的完成，诞生了一部权威
典籍，更锻造了一支具有“文物志精神”的
团队，形成了一个宝贵的文化品牌，它为未
来开辟了广阔天地：要继续深化研究与传播
推广，充分挖掘这座“金矿”，大力阐释与传
播；要推进活化利用，贴近大众，策划一系
列专题性的分志或普及读物；应继续团结和
发挥编纂团队特别是年轻骨干的积极性，将
此次凝聚的智慧与力量延续下去，产出更多
优秀文化产品。总之，编纂 《中国文物志》
是对我们事业的一次系统审视与升华，其成
果应用与精神传承，将是未来工作的关键
所在。

黄元：
不忘来路，持续推进

《中国文物志》十年磨砺，终于成书，值
得庆贺。感谢总编纂邀我加入编纂团队，负
责 《人物传》 和 《大事记》 两部分 （后来

《人物传》 转交何洪同志负责）。志书编纂，
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印象最
深的，就是人物传“以时为序”的记述方
法，与平时注重人物贡献的总结式写法完全
不同，其间有一个痛苦的思路转变。《大事
记》信息量大，资料浩繁，尽管前期已做了
很多基础性工作，仍在总编纂与特邀专家的
指导下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整理，要求体现
高层次、大事件，查证各类基本信息，锤炼
语言以求平铺直叙、详略得当，保障了《大
事记》的编纂质量。

《中国文物志》 编纂提供了一个成功模
式：一是建立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团队，健全
工作制度，使编纂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党组的
领导和支持下规范有序进行，这是根本保
证；二是依靠文物出版社人才队伍优势、资
料信息优势和财务管理优势，责编团队全程
参与，营造一个井然有序、风清气正的工作
环境；三是凝聚各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他
们以丰富的学识、资深的经验、专业的素
养，夯实了这部书的学术品质。

王国庆：
设计精良，组织高效，守正创新

参与《中国文物志》通稿工作历程，深
感荣幸并获益良多。它的编纂不仅是全国文
物系统一大盛事，也是方志领域重要成果。
我 2018年 6月参与通稿工作，负责《文物管
理编》《文物事业编》《可移动文物编》等相
关章节，约 300 万字，至 2021 年 6 月完成。
工作量之巨、标准之高、难度之大、时间之
紧，为个人近年志书参编之最。其间，文博
专家严谨的工作态度、深厚的专业功底、鲜

明的学术观点，给予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促
使我高效完成通稿工作。

实践证明，《中国文物志》的成功得益于
以下几个方面：

顶层设计科学精良。编纂方案、篇目设
置与行文规范等基础工作扎实，堪称国家级
志书的典范。其篇目结构既遵循志书“横排
门类”原则，又紧密扣合文物工作的社会分
工实际，创新性地将管理过程与事业成就分
编记述，分类合理、结构完整、层次清晰，
体现了文物工作实际与方志理论相结合的关
键点和核心点。文物资源部分采用“述体+
条目体”结合的方式，将零散资料融会贯
通，实现了宏观展示与微观记述的统一，为
行业志条目记述提供了优秀范本。

组织协调高效到位。通过 《资料要素
表》明确资料收集整理要求，各参编单位鼎
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针对涉及面
广、撰稿人分散等问题，创新性地运用“文
物专家+方志专家”协同工作的模式，充分
发挥各自专长，共同攻克编纂难题，确保了
文物志的专业性与规范性。这是组织工作的
重要创新。

编纂规范守正创新。在严格遵循志书
“述而不论”要求的同时，也应文物记述进行
了必要创新。如《可移动文物编》具体文物
条目，于客观记述文物基本信息后，适度增
加了文物价值的权威评述，并配以图片，显
著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与实用性。

通稿工作着力解决了重复记述、敏感信
息规避 （如详细的技术内容） 及文风不一等
重要问题，严格规范各类述体文字，最终锤
炼为风格统一的“一志”。

《中国文物志》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成
功地将分散的文物史料转化为系统可靠的学
术资源，为文物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分析框
架，是文物资料整理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
典范之作。

陈同滨：
纂志存史，传承有绪

结合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
《中国文物志》出版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
碑意义。在国家一流方志专家的直接指导下
编纂的《中国文物志》，可以说是行业志书佳
作，可喜可贺！

关于今后的工作，建议：针对国际上存
在着对中国文物事业了解甚少的现象，进一
步编纂具有文物志体系框架式的简版，简明
扼要地介绍中国文物事业发展概况、管理特
色与独特经验；进一步突出 《中国文物志》

“存史”功能，组织编纂《中国文物事业编年
史》，并以《大事记》为纲，建立重要事件数
据库，丰富史料证据，以廓清当前所谓口
述、专访等造成的个人化甚至私人化迷雾；
最后，针对当前青年一代“记忆断档”现
象，分门别类推出小册专志，讲述老一辈文
物工作者所经历的挑战和付出的努力，加强
文物事业发展历史教育，弘扬文博精神。

侯兆年：
科学立规提质，协作攻坚克难

我负责的是 《不可移动文物编》“古建
筑”章和“近现代代表性建筑”节的统稿，
主要体会如下：确立了科学统一的编纂框
架，形成了规范成熟的撰稿说明，反复打磨

“北海”“故宫”等初稿示例，明确记述要素
和体例体量，这是以往文物志编修多依赖专
家个人发挥所不可比拟的；依靠集体智慧与
高效机制，对初稿进行持续研讨、不断优
化，克服了诸如记述混乱等诸多具体困难，
将庞杂的初稿规范为统一体例。建议系统总
结编纂经验，出版编纂工作报告，提供可复
制、可操作的成功范式，用以指导今后文物
行业志书编纂工作。

王永红：
精心遴选条目，切实锤炼文风

我主要参与了《可移动文物编》编纂工

作全过程，具体负责“石雕与文字石刻”章
撰稿及“基本陈列”节样稿工作。基于撰稿
统稿实践，体会主要有：文物条目遴选与确
定，首先依据文物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三大
价值，同时兼顾资源分布的区域平衡与时代
覆盖，确保能够全面反映全国文物整体面
貌；撰稿强调科学性、权威性，采用考证严
谨的学界权威结论，确保记述客观准确，注
重语言表述、计量单位等行文规范；锻造文
物志特有语言，强调真实准确、通顺明了、
文字优美，力避过于琐碎的考古化语言、引
经据典的历史化语言、结语空泛的展览式
语言。

叶倩：
志存文物，学以正心

我主要参与了《文物事业编》中保护工
程、保护规划及维修管理等内容的撰稿工
作。个人体会，撰稿过程也是一个从“史
书”编纂思维向“志书”规范转变的学习过
程，先后经历资料收集梳理、记述项目遴
选、重点内容确定、文稿体例统一等挑战。
其间，入志文物保护工程遴选是一大难题，
反复研讨后确立了重要性、类型、规模、时
期、区域等多维度遴选标准，建立了重大保
护工程项目库。参编文物志，使我面对复杂
工作能够迅速把握项目脉络、精准确定重点
内容，受益匪浅。

刘铁巍：
精心编校，淬炼成钢

《中国文物志》 的出版工作于 2021 年秋
全面开展。文物出版社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实施了系统化、全流程的质量管控，组建了
由社长牵头的专项团队，整合精锐编辑力
量，严格遵循国家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与“三
审三校”等制度，严把政治导向、学术质量
与编校技术关，确保成书质量；优化流程，
前期力求规范，中间控制节点，后期严格质
检，力求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中国文物
志》的编纂出版，对文物出版社而言是一次

“淬炼成钢”的历练，圆满完成项目，更锻
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形成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工作方法，探索出一种更开放、可持
续的合作模式。

张自成：
精编严琢，多维高效

本次近三小时的研讨会，内容充实、研
讨深入，我们深受启发。作为项目承办单位
出版方，我们配备了优秀团队，组建了秘书
处，在总编纂直接领导下高效运转，既保障
了项目推进，也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专业
队伍。七年编纂工作，始终坚持严格管理，
建立健全并严格遵循各项制度，及时向国家
文物局请示汇报，确保财务清晰规范。长达
四年编辑打磨期，我们认真核实史料与数
据，查证原始出处；规范表述，形成志书语
言；严把意识形态关，尤其是涉及宗教、边
疆、民族等内容，均按最新规定予以修改。
正是这份执着，最终成就了这部质量优良的
精品志书。

为发挥成果最大效益，我们制定了全面
的宣传推广方案：纸质书要覆盖全国文博系
统、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资料室，以及各大
图书馆；采用“纸数同步”模式，同时推出
纸质书与数据库，百度搜索“中国文物志”
即可直接链接至数字版；还将通过视频、直
播、图文等多种方式，在各大平台进行全方
位推广。我们相信，《中国文物志》必将得到
广泛传播与有效利用。

总编纂董保华还宣读了编纂工作结束以
来何洪、董琦、李耀申、李学良、陈光、郑
军、安莉等参编专家先后撰写的总结，他们
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资料收集整理、记述重点
确定、方志撰稿规范等工作的重要性，并提
出深度开发、推广利用等建议。

（文物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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